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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918～1392年）青瓷是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代表［1］，其产品的向外流布，

西至波斯湾的巴林［2］，北抵漠北的蒙古（哈喇和林城址）［3］，东北达俄罗斯滨海边疆

区（南乌苏里斯克城址）［4］，而以日本、中国出土数量为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

陶瓷界开始关注中国境内出土的高丽青瓷，此后随着资料的积累，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深

入［5］。本稿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

类型、分期、流布背景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分组与类型

根据器物形制和装饰特征，大体上可以将中国出土的高丽青瓷分为如下三组。

第一组：包括北京乌古论窝论墓［6］、吉林德惠揽头窝堡金代遗址ⅣT4②［7］、浙

江杭州市半山钢铁厂墓［8］、杭州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9］等单位，出土数量较少，器形

可辨者有碗、注壶、盘、炉、瓶、罐等，绝大多数是素面和刻划花纹的青瓷，也有少量

镶嵌青瓷（图一）。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2JJD780004）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项目资助。

图一 第一组高丽青瓷

1. 乌古论窝论墓执壶 2. 揽头窝堡遗址ⅣT4②层碗 3. 半山钢铁厂墓碗 4、5. 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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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古论窝论墓执壶，整体葫芦形，曲柄，弯流，底部不施釉，边有三组砂粒支烧

痕（图一，1）。揽头窝堡遗址ⅣT4②层碗，侈口，曲腹，圈足，外壁素面，内壁以纤

细的阴线刻划简单的花纹。釉色青中泛灰，裹足满釉支烧（图一，2）。类似细线阴刻

简率花纹的高丽青瓷碗，在韩国全罗北道群山市飞雁岛沉船也有发现［10］。杭州半山

钢铁厂墓碗，花式口，弧腹，圈足，内壁阴刻花草纹，裹足满釉支烧，可见3个支烧痕

（图一，3）。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出土14片高丽青瓷中，器形可辨者有盘、炉、瓶、

罐，花纹有阴刻连体变形回纹、镶嵌黑白菊花等（图一，4、5）。

第二组：包括河北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11］、辽宁建平县小塘乡苏子

沟村［12］、辽阳兰家乡石灰窑村、辽阳北园6号墓、辽阳庞夹河1号墓［13］、辽阳北园5
号墓［14］、沈阳市大东区望花街M2、和平区砂山街M2［15］、小南边门大街M2［16］、黑

龙江哈尔滨市郊水田村窖藏［17］、吉林前郭塔虎城遗址T406③［18］、内蒙古敖汉旗玛尼

罕乡五十家子宁昌路故城［19］、集宁路古城遗址03JNLT049054①F22JC26［20］、北京元

大都遗址、江苏扬州三元路工地、浙江杭州环湖路工地等单位或地点［21］，出土数量较

多，器形比较丰富，有碗、盏、盒、尖底杯、盏托、枕、高足杯、圆口盘、八方盘、砚

滴、梅瓶等，除砚滴外，均为镶嵌黑白花的青瓷（图二）。

碗出土数量最多，可分二型。A型，敞口。见于哈尔滨水田村窖藏，斜弧腹，圈

足，内底镶嵌轮菊，内壁镶嵌折枝菊花，均为白色；外壁黑白镶嵌折枝菊花。圈足内有

3个支烧痕（图二，1）。B型，敛口。出土于辽阳庞夹河1号墓（图二，2）、沈阳小南

边门大街M2（图二，3）。弧腹，圈足，内壁用白粉镶嵌折枝荔枝纹，外壁自口沿下依

次镶嵌水波纹带、黑白折枝菊花或荔枝、黑白折枝菊花。

盘发现2件，浅腹，腹壁斜直，圈足。沈阳望花街M2盘，圆口，盘内纹饰均为白粉

镶嵌，内壁对称饰四朵菊花，底正中一朵菊花，外饰两道弦纹，弦纹外接九朵云纹。外

壁黑白镶嵌四朵菊花。圈足底可见3个点状支钉痕（图二，4）。沈阳小南边门大街M2
盘，八方口，内底白粉镶嵌如意云纹，外壁按照边口镶嵌八组成对的折枝菊花，花为白

色，枝叶为黑色。口圈足底有3个支钉痕（图二，5）。

盏见于辽阳北园6号墓（图二，7）、前郭塔虎城遗址（图二，6），形制、装饰近

同，均为敛口，深腹，圈足，内壁素面，外壁口沿下镶嵌白色云雷纹一周，外壁镶嵌折

枝菊花，花朵嵌白，叶子嵌黑。裹足支烧。2件盏的器形以及纹饰的布局，与韩国国立

中央博物馆藏“陶花令盃”铭镶嵌青瓷盏都很接近［22］。

高足杯见于敖汉旗宁昌路故城（图二，8）、扬州三元路工地［23］、杭州环湖路工

地（仅存上部的杯；图二，9）等，均镶嵌黑白花纹。宁昌路故城高足杯内壁纹饰自底

向上依次为轮菊、云朵、仙鹤4只与白色斑点、云雷，仙鹤局部嵌黑，其他纹饰均嵌

白；外壁盏的纹饰自上而下依次为云雷、开光折枝菊花4朵，足上部为轮菊、云雷。

尖底杯出土于建平苏子沟村，敛口，弧腹，尖底，腹中部镶嵌白色菊花，口6.6厘

米，高8.2厘米（图二，10）。韩国庆北大学博物馆［24］、全南大学博物馆［25］均藏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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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第二组高丽青瓷

    1. 水田村窖藏碗 2. 庞夹河1号墓碗 3. 小南边门大街M2碗 4. 望花街M2盘   5. 小南边门大街M2盘

6. 塔虎城T406③盏  7. 北园6号墓盏 8. 宁昌路故城高足杯 9. 杭州环湖路工地高足杯 10. 苏子沟村尖底杯

11. 兰家乡石灰窑村枕 12. 砂山街M2盏及盏托 13. 北园5号墓盒 14. 集宁路古城砚滴 

15. 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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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形制和装饰的尖底杯。

枕仅见于辽阳兰家乡石灰窑村，束腰长方形，两端各有一圆孔。枕面及两端镶嵌

黑白折枝菊花纹，枕两侧镶嵌白色卷草。长17.4厘米（图二，11）。与此形制完全相同

的枕亦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26］。

沈阳砂山街M2盏及盏托均为花式口，盏深腹，足较高，外壁镶嵌黑白菊花纹（图

二，12）。相同的花口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乌苏里斯克城址曾出土过。盏托中心

为覆莲装饰的高台，托面镶嵌黑白菊花，喇叭状十瓣花形。类似的镶嵌菊花纹盏托，见

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新安20424）以及康津郡沙堂里瓷窑遗址［27］。

出土于辽阳北园5号墓的青瓷盒，扁圆形，子母口，矮圈足，盖面镶嵌团状菊花

纹，圈足内有3个支烧痕迹（图二，13）。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青瓷砚滴（03JNLT049054F22JC26:9），龙首龟身，龙首口衔把

莲负于背上，背部正中有一注水孔，与龙首口部相通。龟身每片甲片内部都阴刻一个

“王”字（图二，14）。

梅瓶仅见于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地M1，浅杯口，短束颈，丰肩，长腹，胫

部外撇，隐圈足。肩部镶嵌白彩弦纹及莲瓣，腹部主题纹饰为黑白彩镶嵌的折枝花、祥

云和仙鹤，胫部白彩镶嵌仰莲瓣及变体回纹（图二，15）。

第三组：包括安徽滁县墓葬［28］、江苏吴江同里镇［29］、南京南郊牛首山［30］、山

东蓬莱水城小海沉船［31］等单位或地点，出土数量少，器形有大罐、碗、梅瓶，釉色青

灰发暗，均为镶嵌瓷器（图三）。

滁县出土的罐，矮直领，圆肩，鼓腹，下部斜收，圈足。肩、腹分别用黑白彩镶

嵌缠枝花、云龙，腹部下端用白彩镶嵌仰莲（图三，1）。吴江同里镇（图三，2）、

南京南郊牛首山（图三，3）出土的梅瓶， 形制相近，小口，短颈，溜肩，前者肩部较

丰，长圆腹，束胫，隐圈足，肩、胫部均为简单草率的黑白彩镶嵌莲瓣，腹部纹饰为垂

柳、竹子、梅花；后者腹部纹饰为荷花、垂柳。蓬莱沉船发现的瓷碗是典型的粉青沙

器，内底白彩镶嵌莲花，内壁镶嵌白彩波浪纹，外壁白彩镶嵌弦纹（图三，4）。

   图三 第三组高丽青瓷

    1. 滁县墓葬罐 2. 吴江同里镇梅瓶 3. 南京南郊牛首山梅瓶 4. 蓬莱水城小海沉船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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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组的时代

第一组：墓志载乌古论窝论于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从莱州迁柩改葬大兴良

乡，其卒年墓志及史书皆不载，但不会早于其子乌古论元忠的生年——天眷二年（1138
年）。杭州半山钢铁厂墓出有“绍兴九年文思院铸建宁军节度使”铜印［32］，该墓时

代不会早于1139年。墓主人推测为宋高宗时期任建宁军节度使的韦谦［33］，《宋会要辑

稿》职官一载：“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建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韦谦除太尉进封开国

公。”又按《宋会要》礼四十一《辍朝》的记载，韦谦约卒于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宫

中为其辍朝二日。故推测此墓的年代约在1157年初。揽头窝堡遗址目前只刊布了第六号

金代房址的发掘资料［34］，整个遗址出土的遗物以金代为主，未见晚到元代者。恭圣仁

烈皇后宅遗址高丽瓷器均出土于水池内堆积，水池内其他共存遗物未见晚于南宋末年

的。综上可以推断，第一组各单位的时代为南宋·金代，即12世纪中期前后至13世纪中

期前后。

第二组：石家庄后太保村是蒙元重臣史天泽家族墓地所在，出土墓志的M4墓主

为史天泽四子史杠，他于延祐三年（1316年）“二月甲申葬真定之真定县大保庄太尉

（史天泽）兆次”。M1是其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主即使不是卒

于1275年的史天泽，该墓的时代也不会早于此（详见后文）。出土青瓷砚滴的集宁路

F22JC26，根据共存遗物推断为元代晚期即集宁路废弃之时。与辽阳兰家乡石灰窑村形

制完全相同的高丽瓷枕亦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约沉没于1323年）。辽阳北园5号墓伴

出外挂半釉、粗红胎的窑变钧釉盘，北园6号墓伴出褐釉四系罐、钧窑蓝釉碗，沈阳小南

边门M2伴出黑釉四系瓶，哈尔滨水田村窖藏共出的钧釉钵、碗等，均为北方元代墓葬习

见。据此大体将第二组的时代推测为蒙元时期，即13世纪中期前后至14世纪中期。

第三组：蓬莱沉船瓷碗属于典型的粉青沙器，时代不早于14世纪后半。江苏出土

的2件梅瓶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准备色”铭镶嵌云鹤纹梅瓶［35］，在器形及装饰

意匠上都很接近，后者时代为14世纪后半。相似的例子还有庆北大学校博物馆所藏的被

定为朝鲜时代的粉青沙器镶嵌莲花纹梅瓶［36］。滁县墓葬出土的云龙纹罐子，也有学者

认为是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37］。综上可以推断第三组的时代约在元末明初即14世纪

后期到15世纪初。

三、高丽瓷器流布中国的背景

北宋宣和六年徐兢等出使高丽，归国后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留下了关

于高丽瓷器最早的文献记载［38］，然目前尚无考古资料表明高丽瓷器流布到北宋与辽境

内。前文归纳的三组，实可视为高丽青瓷流布中国的三个阶段（以下称三期），每个阶

段的流布，又因地域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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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方地区

第一期高丽青瓷发现数量很少，仅有北京乌古论窝论墓、德惠揽头窝堡遗址两

例。金与高丽之间互市贸易，文献记载极少，《高丽史》卷二十明宗十五年（大定

二十五年，1185年）明确记载“义州禁两国互市”。虽然双方使节往来存在某种形式的

“贡赐贸易”［39］，金末期蒲鲜万奴割据辽东时边境也有小规模的走私［40］，但总体而

言，金丽双方的贸易交流是不发达的。第二期高丽青瓷数量激增，中国境内高丽青瓷大

多数出土于这一时期，且以北方地区发现较多。文献一方面明确记载了元统治者向高丽

索求瓷器，如《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三》（国书刊行会本，1909年）载：“（忠烈

王十五年，1289年）戊午耽罗安抚使忽都塔儿还自元，中书省牒求青砂甕盆瓶。”另一

方面也记载了高丽向元进献瓷器，如《高丽史》卷三十一《忠烈王四》载：“（忠烈

王二十三年，1297年）壬午遣郞將黃瑞如元献金画甕器、野雉及耽罗牛肉。”集中出

土于辽阳、沈阳等地的高丽瓷，则应与大量高丽人入据辽东有关。《元史》卷五十九

《地理二》载：“沈阳路……元初平辽东，高丽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西京、都护、

龟州四十余城来降，各立镇守司，设官以抚其民。后高丽复叛，洪福源引众来归，授

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中统二年，

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及高丽举国内附，四年，又以质子淳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

分领二千余户，理沈州。元贞二年，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仍治辽阳

故城，辖总管五、千户二十四、百户二十五（至顺钱粮户数五千一百八十三）。”根据

《老乞大》、《朴通事》的记载，元代北方与高丽的贸易，既有通过辽阳的陆路，也有

通过直沽的海路［41］。元人朱晞颜《鲸背吟集》［42］之《分 》云“高丽辽阳各问津，

半洋分路各复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有研究者认为，诗中所说的向

辽东和高丽的分路航行是在山东半岛附近［43］。第三期蓬莱沉船发现的高丽瓷器，或可

视为这种贸易交流的余绪。

2. 南方地区

第一期即南宋时期，流入南方的高丽青瓷数量比北方多，质量颇高，且集中于浙

江境内的杭州等地。“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

行都限一浙水耳。”［44］四明即宁波。尽管《宝庆四明志》所载由高丽输入宋境的货物

中，“青器”属于“粗色”（银子、人参、麝香、红花、茯苓、蜡属于细色）［45］，但

恭圣仁烈皇后（宁宗杨皇后，1162~1232年）宅、韦皇后（1180~1159年，徽宗皇后，高

宗之母）侄韦谦墓等出土的高丽青瓷，曹勋［46］《松隐集》中所载“高丽炉”，似都表

明高丽瓷器是为南宋统治者上层喜好的器用［47］。第二期即元代，作为“细色”市舶货

物的“高丽青器”［48］的发现，南方显著比北方少，也较南宋时期少。背后的原因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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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第三期即元末明初，高丽青瓷亦颇罕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曹昭（元末名称

人）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初）卷下“古窑器论”云：“古高丽窑器皿色粉青，与

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儿者不甚值钱。”［49］可见明初的南方地区，高丽瓷器已经成

为古董鉴藏的对象了。

四、两个相关问题

中国出土高丽瓷器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

族墓地M1的墓主；二是《袖中锦》的成书年代。

（1）根据史杠墓志及残史氏族谱所收《丞相（史天泽）行状》［50］，史天泽墓在

后太保村无疑。墓志载史杠“卜以（延祐）三年二月甲申葬真定之真定县大保庄太尉兆

次”；《丞相行状》载史天泽“遂以（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庚寅葬于真定之西

原” 。M1在史氏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常被推测为太尉史天泽墓。有学者

根据龙泉青瓷的编年成果，认为M1龙泉青瓷罐盖及划花浅腹碗的时代不会早于14世纪

早中期，与史天泽卒葬时间存在矛盾［51］。按《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52］，史天泽

有四位夫人，均卒于1275年之前。考古资料所建立的编年序列，与入葬年代存在不吻合

处。目前来看，确定M1为史天泽墓，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假设若M1为史天泽墓，则

其中出土的镶嵌青瓷梅瓶，既可从元帝赏赐的角度考虑［53］，也可从史天泽侄史枢曾远

征高丽珍岛悉平其地的历史背景考虑［54］。对于高丽镶嵌青瓷的编年来说，此墓墓主的

确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2）《袖中锦》“天下第一”条载：“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

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

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卤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

把鲊、京（文渊阁四库《说郛》作右）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

长老、京师夫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研究高丽青瓷的学者，经常

将《袖中锦》作为宋代（南宋、北宋）文献引用来说明高丽青瓷的成就。这是值得商

榷的。“盖书贾之所依托”（《四库全书总目》）的《袖中锦》，最早收录于元末明

初人陶宗仪（1329~约1412年）《说郛》，故其不应晚于明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说

郛》，未题撰者太平老人的时代（按《说郛三种》未收录《袖中锦》），《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中所收《袖中锦》，皆出自清代丛书《学海类编》，均题

“宋太平老人撰”。然以上各种版本的《袖中锦》，除了前述“天下第一”条外，还都

有“五绝”条：“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其成书的年代，或不会早到

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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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 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54］  元史［M］.卷一四七史天倪传：“（至元六年）高丽人金通精据珍岛以叛，讨之，岁余不下. 

七年，进枢昭勇大将军、凤州经略使. 枢至，谓诸将佐曰：‘贼势方张，未易力胜，况炎暑

海气蒸郁，弓力驰弱，猝不可用. 宜分军为三，多张旗帜以疑之. 吾与诸君潜师捣其巢穴，破

之必矣.’与战，大破之，其地悉平.”

A Study on Koryo Celadon Wares Unearthed in China

Peng Shanguo

Koryo celadon wares unearthed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current 
material, even though the chronological analysis and detailed periodization are still not 
available. According to the date of unearthed units and current chronological study of Koryo 
celadon wares, the age of three groups above can be inferred as follow: the first group, around 
mid 12th century to around mid 13th century (the period of 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econd group, around mid 13th century to mid 14th century (Yuan Dynasty); 
the third group, mid 14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15th century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Therefore Koryo celadon wares unearthed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As far as the northern region is concerned, the small number 
of Koryo celadon wares found in the first period is probably because the trade between Jin 
Dynasty and Koryo was block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second period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an Dynasty and Koryo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also the fact that the finding are mostly in Liaoyang and Shenyang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people from Koryo moving into the east of Liaoning during that time. 
As to the Koryo celadon wares found in southern region like Hangzhou and Ningbo, most of 
them are the product of trade which is clearly recorde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